
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
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



———兼论钱穆、葛兆光先生有关康熙时代思想专制的诠释

赵　 刚

（阿克伦大学历史系，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４４３２５）

　 　 摘　 要：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清廷颁旨，下令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诸儒群贤提升到十哲之次。

钱穆、葛兆光等学者视之为清代以理学为主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导致民间思想

的萎缩和士大夫自由空间的丧失。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一手文献，重新考辨解剖这一事件的有关记

载、来龙去脉及其政治背景，可以发现此案实际上是康熙对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李光地拉拢和打击并行以图

有效驾驭的步骤之一。要研究十八世纪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前者等同于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全能型

国家体制，而应具体地分析其文化思想宣示背后的政治思想脉络，才能对此关系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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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会典》，在孔庙祭奠的除了孔子本人外，还有孔子的嫡传、再传弟子，以及后世的儒家学者。孔

子位列正中南向，接下来东西向是孔门四圣，四圣之下是十哲，十哲之下，就是尊为“先贤”和“先儒”的历代

知名儒家学者。朱子位列宋儒欧阳修、张载、程颐、胡瑷之后。①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为尊崇朱熹，作出

了重要调整，把朱子在孔庙配祀诸儒中的位置，从“先儒”提到“十哲”之次，有学者称之为“十二哲”之一。

这一事件一直是近百年来清代学术思想史乃至清史论述必提的内容，多数论著都以此事作为例证，

说明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帝是如何强化理学的独尊地位。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清代思

想禁锢的进一步强化。②不过，这个问题，尽管为学界反复提及，但很少有论著给予系统的讨论，也没有

讨论这项决定是如何具体执行，更没有学者就其如何强化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和清代文化专制的问题，

给出具体的分析和解释。似乎康熙的一纸谕旨，就能决定和扭转一代学风的转变。

当然，就此问题讨论的最大障碍是史料的匮乏。仅存材料见于《清会典》、《康熙实录》和李光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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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初稿完成后，曾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在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主持的台湾经学研讨会会上宣读，这里就会议评
论人、黄进兴、林庆彰、董建中诸先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宝贵建议和批评，谨致谢忱。有关

孔庙祭祀及其在明清时代的演变，详参黄进兴先生的经典论述：《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１９９４年；彭珍凤：《先贤先儒从祀孔庙东西两庑之探讨：兼正台湾孔庙东西两庑奉祀先贤先儒之错讹》，《台湾文献》１９８２ 年 ３３ 卷 ３
期，第 ５３—１１６页；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Ｗｉｌｓｏｎ．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０３）：ｐｐ．２５１ ２８７；朱鸿林：
《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见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３６—
３５５页；常贵想：《清代前期祀孔研究》，山东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论文；吴静芳：《明嘉靖朝孔庙祀典改制考析》，《成大历史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１期，第 １１３—１５２页；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湖南大学 ２０１１年，博士论文；房伟：《文庙祀典及其社会功用：以从祀贤儒为中心的
考察》，曲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硕士论文。

关于明代孔庙祭祀的典制，详参《明会典》（齐鲁书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九一。有关朱熹的配祀位置，见该卷第 ２７ｂ页。
详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９２—２９３ 页；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十一章第一节，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郭松义等：《清代全史》第三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４００ 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３９１—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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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公年谱》。它们的记述仍有不同，如没有其他文献佐证，很难判定谁是谁非。最近，笔者意外地在台

湾方志中发现了一些康熙时代台湾府如何按照朝廷指示调整地方孔庙祭祀秩序的地方公文。它们清楚

地展示了康熙五十一年间朱子升配决定的时间和实施的具体过程。本文就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对康熙

五十一年清廷升配朱子十哲之次的动机和影响，它与当时李光地、康熙之关系、《南山集》文字狱案，和

清朝的思想控制的相互关系提出一新的解释，最后，从 １８世纪帝制社会思想控制和 ２０ 世纪极权主义体
制下的文化管制之间的差异，就钱穆、葛兆光先生就康熙时代思想文化专制的论述得失做一初步的讨

论。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

关于康熙升格朱熹配祀孔庙一事，现有两种记载。一个见于李光地的年谱。《文贞公年谱》康熙五

十一年秋七月条：

秋七月，《朱子全书》成。……未几有旨：“朕阅《朱子全书》，粹然孔孟之传，宜跻位四配之次。”

公（光地）奏曰：“朱子造诣，诚与四配伯仲，但时世相后千有余载，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

安。”乃定列祀于十哲之末。①

按李光地说法，康熙升配朱子的决定是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后，《朱子全书》编纂完成后才决定的。

康熙最初准备把朱熹提升到四配之次，与“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亚圣孟轲”相比肩，后因李光

地的建议，改列孔庙祭祀的十哲之次。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此事发生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由康熙钦定，见于《康熙实录》：

谕大学士等：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

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

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

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寻大学士会同礼部等衙门议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

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遵上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至意。从之。②

此外，《大清会典事例》也收录同样的御旨，文字稍有不同：

谕大学士等：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

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

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

崇礼表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钦此。遵旨议定，朱子发明圣道，规于至正，特加优

崇，升配大成殿十哲卜子商之次。③

此外，２００９年才公布出版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起居注》中也有关于朱子升配案的记载。内言：
初四日丁巳，上驻跸行宫。辰时，上御行宫，召入满、汉大学士、九卿诸臣，谓曰：

“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句一字于理义稍有未安者，辄

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应作何崇礼表彰？

著内阁、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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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道光九年《榕村全书》本），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条。

《康熙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条。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纂修本）卷四三六，先师庙制。乾隆本《大清会典则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二，第 ３８ａ页）仅提到
此事，但没有收录有关谕旨。

《康熙起居注》现分别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关康熙五十一年的记载，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二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２１７—１１２１９ 页。此条材
料承董建中教授惠示，谨致谢意。



《起居注》所收的谕旨和《会典》的基本相同，其记载却保存了康熙决策的某些具体过程。更重要的是，

本文将要讨论的中心人物之一的李光地很可能亲身经历这个过程。

关于朱熹升配孔庙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来自李光地年谱的私家记述。①另一个是官方的记

录。官私记载在朱子升配决定的时间和原因差异巨大。官书记载显然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而李光地的

年谱虽是其后人所著，其中内容很可能是他本人所述，因为除他之外，李氏家族还没有他人在康熙时代

可以和皇帝直接讨论这样的机要。既然这两个版本都来头不小，其间谁是谁非，何者可信，就成了一个

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②幸运的是，台湾方志中保存的有关公文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康熙决定朱子升配十哲之次后，立即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修改有关孔庙祭祀典礼。福建分巡台湾厦

门道陈%把有关指示转发台湾府县办理，部分有关公文收入《台湾县志》，其中就包括康熙五十一年有
关朱熹升配的原始文件：

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兼理学政按察使司佥事陈!，为钦奉上谕事。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蒙福建学院范宪牌：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准巡抚都察院觉罗满手本：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初一

日，准礼部咨：礼科抄出该本部题前事内开：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满汉大学士九卿等奉上谕：

朕自冲龄，即好读书，亦好写字，一切经史，靡不遍阅成诵。（中略）尝谓朱子发明圣道，轨于至正；

高不入于虚寂，卑不杂于刑名，使六经之旨大明，圣学之传有继；孔、孟以来，为功弘钜！今特谕臣等

集议优崇之典，臣等谨查朱子在文庙东庑先贤之列，相应仰遵谕旨，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

以昭我皇上表章先贤之至意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③

从这封公文可以看出，朱子升配的决定作出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于六月初四到达福建。陈%和台湾方
志的编修者都没有理由伪造政府公文，这说明官书所述是正确的，而李光地年谱中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二

确定康熙朝朱子升配案可信的发生时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探讨这一事件来龙去脉以及它和当时

文化控制的相互关系。孔飞力在他的名著《叫魂：１７６８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曾通过对乾隆朝的
叫魂案的细致分析，就事件和专制君主政权的关系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地。他指出，一个事件可以成

为专制君主强化对官僚集团的操纵和控制的契机和手段，但是，皇权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无所不能的，相

反，他要面对各级官僚或明或暗的抵制和阻挠。皇帝即使清楚这一点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自己对事件的

操纵和利用也只是要强化自己在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不是摧毁并代之以新的体系。④孔著的意

义还在于：要研究君主体制及其控制机制，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其具体的运作，不足以理解其真

实的控制力量和限度。而这恰恰是现有关于康熙五十一年朱子升配案讨论最缺乏的。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提及康熙朝的朱子升配案及当日学术变化
与政治之关系。他说：“康熙五十一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庙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书》……；又二年，承

纂《性理精义》……（李）光地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者，……乃竟及其身而见之。”⑤也就是说，朱子升配

案，清廷此后编纂一系列著作标志着清廷对思想文化控制整合的完成。与此同时，晚明以来的经世思潮

随即消失，关键原因在于“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⑥２００１ 年，葛兆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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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⑥

关于李光地，学术界，如前引钱穆、戴逸等人著作一向评介不高，但是，从 １９９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又给予较肯定的评价，代表性的
观点详参杨国祯等编：《李光地研究：纪念李光地诞生 ３５０周年学术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方小飞：《李光地理学思想
研究》，２００８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西方有关李光地的最新成果，见 ＯｎＣｈｏ Ｎｇ，ＣｈｅｎｇＺｈｕ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Ｌｉ
Ｇｕａｎｇｄｉ（１６４２—１７１８）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时下论者多二者并用。如林铁钧、史松主编：《清史编年》康熙朝卷（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３８３ 页，就同时
援引实录和李光地的说法，未提及两者抵牾之处。

王礼主修：《台湾县志》卷六，《典礼志·升配考》。

详参 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Ｋｕｈｎ，Ｓｏｕｌｓｔｅａｌｅｒ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ｒｃｅｒｙ Ｓｃａｒｅ ｏｆ １７６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第 ２１４—２１９页有关讨论。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２９２页；第 ２页。



第二卷又就此案和康熙朝思想控制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康熙‘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升紫

阳为十二哲。’……用权力凸显正统，表彰理学而排斥异端，迫使士人放弃边缘立场，形成一整套以理学

话语包装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①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在讨论该案和清代文化思想控制上的

思路却惊人的一致：都是把康熙描述为控制欲强烈而又善于操纵群臣士林的政治老手，认为在这样的专

制君主统治下，无论在朝的官僚，还是在野的士绅，除了附和着皇帝权柄起舞，就别无选择。康熙既然借

朱子升配案又宣示了对朱子及其学说的提倡，朝野上下除了俯首帖耳外，就没有其他选择。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还援引乾隆时代以使臣身份于 １７８０ 年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
源的观点，作为佐证。朴在其名著《热河日记》一书中这样评论康熙升配朱子之举：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

哲之列（赵刚按：此处所论有误），而号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

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

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②

朴氏是朱熹升配六十余年之后才来华的，身份又是在中国逗留范围时间都受限制的外国使团成员，因

此，他的资料来源非常有限，但是，其对清代皇权和思想控制关系的认识却颇有代表性。他用骑手和受

驾驭的马来描述清代思想文化世界的两大主角康熙和士大夫，一方是强势霸悍，操纵士林于掌中的皇

帝，一方是受其愚胁，只会逢迎苟合的士大夫。这样的说法，和钱穆、葛兆光诸先生的观点非常吻合，因

而受到葛兆光教授的注意。

不过，朴和引用他的葛兆光教授都忽略了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朴所谓清人“阴察学术宗主之所

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的说法，就清楚地说明，康熙文化统治不是仅仅建立于权

力对文化的强力控制，而是依赖于对现有传统和格局的尊重。如果现有的文化格局的自在运作机制之

强悍足以使得康熙这样的雄主都要 “从众而力主之”？他又如何能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

背”？至于说尊朱子就能“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更是夸大其词，康熙再尊朱子，能达到

元明以来通过科举考试强迫每一个士人都研读朱子《四书集注》的程度吗？明代朱注《四书》都不能帮

助皇帝控制士大夫思想，阻止晚明以来异端思想的全国性蔓延，康熙那两种影响远不及此的理学著作怎

么就能让清帝“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如果当日士大夫们如此易于为人愚胁，康熙又何

须下“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的功夫？这其中逻辑不成立啊。

造成这种理论尴尬的主要原因在于因为他是一代雄主，就相信他的政策和指示，一出手就会所向披

靡。历史果然如此吗？这个问题，就不能光靠想象和推理说话，要具体分析每个个案及其历史语境，才

能找到可靠答案。③原因很简单。康熙无论谋略如何高超，也是无法摆脱岁月侵蚀的血肉之躯，他的精

力、谋略和政治控制都将随着年事的增加而衰退。康熙自己就感慨进入五十岁后，精力和身体远不如从

前。④具体到康熙五十一年朱子升配案，他渐入暮年，身心日衰就是研究这一事件绝对不应忽略的重要

因素。因为年龄因素不仅左右他本人的决策和相关的预期结果，同时，也是他的臣属作出回应时的不会

不考虑的因素。试想一下，当年事日高的康熙一道道地颁发圣旨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权威和意志，有没有

大臣会因其年迈体衰而消极怠工或有心无力地执行呢？当然，要用实证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些

７１

赵刚：权宜之计：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配孔庙十哲之次的政治史发覆

①②

③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 ３９１—３９２页；第 ３９４页。
当然，葛兆光先生也强调清统治者也通过制度来强化这样的控制，不过，并没有说明是通过何种制度进行控制。仅在《中国思想

史》卷二第 ３９１页的注 ５提到魏象枢、甘汝来请订礼制的奏疏和有关禁止小说戏曲的政策。不过，魏、甘二人奏疏仅是建议，是否成为制
度尚需考证，而小说戏曲的禁令主要是针对下层民众，并非知识阶层。实际上，这种禁令徒有其名，关于这一点，李孝悌先生在其《十八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７２ 本第 ３ 分，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４３—５９５
页）一文中有精彩的考证。

康熙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详参《康熙实录》卷二二七，康熙四十五年冬十月庚寅条；王思治：《玄烨》，见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

物传稿》上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３０页。



困难。但是，我们不妨看看康熙晚年的皇子围绕皇储的争斗。尽管康熙通过废立禁锢之类严厉手段试

图阻止这场斗争的蔓延，但是，在康熙四十年之后，卷入的皇子和重臣却滚雪球般扩大。①试想，如果不

是康熙年迈透露出来的无力感，皇子和群臣敢于如此对他的训责熟视无睹吗？既然近在眼前的群臣皇

子都对皇帝的意志视如无睹，那么，天下士大夫真就会因为康熙的一道朱子升配的谕旨，就容忍他骑在

他们身上“扼其咽而抚其背”，这实在未免太夸大其词了。

而且，下令朱子升配时康熙不仅为年迈而烦恼，还要以疲惫之躯，和朝堂之内那些他心目中公开和

潜在的挑战者厮杀。第一个对手是觊觎皇位的诸皇子。从康熙四十年后，随着太子废立的反复，康熙与

其皇子及相关支持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他的骨肉亲子，一下子成为他最大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有关

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作详述。但是，这是了解朱子升配案及其政治文化意义不能忽略的背景。第二个

对手是民间的反清潜流。康熙四十七年，清廷最终抓获隐遁民间的朱三太子。这一事件的核心不仅在

于其本人的政治号召力，还在于他竟然能够得到地方众多官员的或明或暗的资助和支持，避开清廷多次

追捕。这类反清事件和汉臣内部的剧烈斗争，②不能不让康熙重新审视他自诩的对汉人的宽仁政策，他

屡次发出汉人不可信，汉人难治的哀叹。③第三个对手就是理学重臣。有关前两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

众多的研究，这里不做重复性论述。关于这第三个战场，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讨论。处于这三个战场

漩涡中心的康熙，真有心思管控和统一全国几十万士子的所思所想？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战场是相

互关联的。一方面，皇储之争不可避免地削弱其统治信心，强化他的政治不安全感。在这种背景下，他

对另一股政治势力———汉人臣属的不信任和忧惧应运而生，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康熙未

尝没有强化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皇储之争让他腹背受敌、后院起火。他如果再对以理学重臣为中心

的汉人精英痛下杀手，必然激化矛盾，使他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之中。这一点，恐怕是有几十年主政经

验的康熙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康熙五十一年的朱子升配案，如下所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对以李光地为

代表的理学集团打压拉拢中的重要一环。

三

理学名臣，是指熊赐履、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一批康熙朝以崇尚理学为宗旨的朝臣。④对于这个

群体，传统评价一直不高。清人全祖望曾痛斥李光地为言行不一，是道貌岸然的假道学。⑤近代以来，学

术界承袭传统的观点而加以发挥，其基本观点不外乎康熙强势控制，理学名臣及其士大夫贪图名利，趋

炎附势，迎合康熙钳制思想控制文化的政治意图，充当清廷在文化思想界的打手，成就他以理学为主的

思想统治。⑥说理学诸臣迎合康熙思想控制，其主要的证据不外李光地一封上书中“自朱子以来，至我皇

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之论。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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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康熙朝围绕皇储的权力斗争，论著甚多，代表性的有王钟翰：《清世宗夺嫡考实》；Ｓｉｌａｓ ＨｓｉｕＬｉａｎｇ Ｗｕ：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Ｋａｎｇｈｓｉ ａｎｄ ｈｅｉｒ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１６６１ １７２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杨珍：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关于朱三太子案，详参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见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２８—７７页；［日］竺雅沙
章：《朱三太子案にっいて：清初江南の秘密结社に&する一考察》《史林》（日本）第 ６２卷第 ４期（１９７９年 ７月），第 ４９９—５１９页。

如他认为：“自古汉人结为党类、各援引同党之人，以欺其上习以为常。”（《康熙实录》卷一六四，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丙寅条）“汉

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康熙实录》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条）“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

（《康熙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其中最后一条虽是在五十五年所言，但观其文义，显然是康熙许多年前业已形成的

看法。

关于康熙理学名臣的近期研究，详参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孝感、安溪学案》，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４ 年；史革新：《清
代理学史》（上），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湖南大学，２０１１年，博士论文。

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四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

详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１８—１１９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２９２页。
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２９１页。



这道康熙十九年所上的奏疏，所说的不过李光地作为一个儒者对康熙的期许之词，①并没有认为康熙已

经达到君师合一的境界，其中所谓“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是暗示康熙要达到治统道统合一是有条

件的，应先实践履行儒家先王之道，并未承认康熙有资格垄断儒家真理解释权。后人以此为论，实际上

是对它的误读。而且，从李光地等人在康熙朝的所作所为看，他们并不认为康熙有资格独占儒家学说的

解释权，更没有拱手放弃自己作为理学家对于朝廷政治学术的独立思考能力。②

至于说程朱理学在康熙朝确立了主导地位，更有可以商榷的空间。论者虽一再强调康熙朝理学独

尊地位，但是，依靠的证据除了康熙一些褒奖理学之词语、朱子升配案和下文将要讨论的《朱子全书》

外，并无其他过硬的证据。这些材料至多只能说明康熙有阐扬理学的意愿，但并不能说明他如何强化理

学独尊地位，更不能说明理学已经在大范围内因为康熙的政策而主导当日的思想界。如前所论，既然元

明时代强令朱注《四书》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的政策都不能束缚士大夫离经叛道，那么，朱子升配和《朱子

全书》的颁行之类更缺乏约束力的政策，如何能把士大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

更重要的是，这种康熙时代理学独尊的说法和当时人的观感大相径庭。按照一直活跃在康熙中后

期权力中心的李光地的说法，当时的理学不仅不像时下论者所言主导当时学术界，实际上，即使在官学

系统，都没有受到重视。他以无比怨愤的口气写道：

皇上问学，时把经学好道理浇灌进去，如今发出来自是不同。孝感（熊赐履）之后，便接上张

敦复（英）、陈泽州（廷敬）、叶子吉（方霭），至高澹人（士奇）、徐健庵（乾学），专意破除道理、治

道、经书，总是诗歌辞赋不相干的话。所以，如今修书，部部都是什么《菁华》、《诗余》、《群芳谱》

之类，扰攘不了，使皇上谓：“蛮子学问，不过如此而止。”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初给假，皇上问

读书，我一气奏了，该看经书，讲道理，诗文只是晓得写意罢了。我并不知道高、徐已在那里说我一

字不通。③

应该说，这是了解康熙时代政治和学术，以及朝野不同学术流派势力彼此消长最有价值的观察。如

前所述，李光地以枢密重臣直接参与康熙朝诸多重大决策，因此，他的有关论述就成为任何有关研究不

应忽略的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李光地所说的“道理”、“经书”、“治道”是指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他的观

察揭示出两个传统论者忽略的康熙朝文化学术趋势。其一，理学名臣（如李光地）如前面讨论的那样，

并非在康熙绝对权威和乾纲独断的风格面前失去自我和思想的自尊，他们也试图用理学的道统改造康

熙，只是没有如愿以偿而已。其二，在康熙朝影响朝廷文化政策的学术因素中，理学及理学名臣影响远

非传统论者所想象的那么大。相反，以高士奇、徐乾学为代表的文辞之臣可能占有更大影响。他们来自

江南，长于文辞，淡漠理学，深得康熙的青睐。其三，康熙朝官修著作的重心并不在理学著作，而是辞章

之作。如果留意一下康熙朝官方纂修的诸多典籍，理学著作的分量确如他所言，不及非理学著作。④其

中最主要的官修理学著作《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的刊行，如前所论，都是康熙五十年之后的事情，不

足以论康熙一朝官学之全貌。

揆诸康熙时代理学文辞集团力量消长，不能不承认李光地的观察是相当准确的。康熙前期，特别是

三藩平定后，理学重臣如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相继位居高位，但相对于如日中天的徐乾学和高士奇，在

文化学术界影响力仍然略逊一筹。在此后二十年中，汤斌忧郁而死；熊赐履因嚼签子一案声誉大损，革

职返乡已多年，直到康熙三十八年，才恢复旧职。李光地虽然因三藩乱中向清军提供消息而得到康熙注

意信任，也在康熙三十三年在顺天学政任上因夺情案声名受损。⑤与此同时，徐乾学、高士奇则被委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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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志田首先注意到这一点，详参氏著《东方与西风》，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 ８８页。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道统的最后抵抗：康熙时代理学名臣与专制皇权关系之再发覆》（待刊）将有更详尽的讨论。

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 ７７７页。
《四库全书》收录的康熙朝官方纂修各类典籍 ２６种，其中诗文总集 ８种，与理学典籍直接相关的著述，包括四书类，仅 ３ 种。其

中《日讲四书解义》编于康熙十六年，《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编于康熙五十年之后。

有关情节，详参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第 １７３—１７６ 页，第 １８３ 页，第 ２１５—２１６ 页。该书有关传记皆以一
手材料写成，翔实可据。



任，声名显赫。康熙三十年前后，文辞之臣随着因高士奇、徐乾学受劾离职，势力大减。但是，理学大臣

的政治崛起仍然在十年之后才出现。①康熙四十四年，李光地出任大学士，直到五十七年在任上去世。②

随着李光地的入阁大学士，理学名臣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达到高峰。李光地在入阁前后，一向以招揽贤

士、奖励人才为己任，不因屡受牵连而少衰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言：

某平生多受朋友之累。然每讽蒹葭、场苗之诗，念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慨然永叹，以为此

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辄复自罄，不顾其后。③

他为此推荐、营救赵申乔、张伯行，在科考中选拔戴名世，荐举著名学者何焯，堪称当时汉大臣的中

心人物。④这不能不引起康熙的畏忌。

时下论者在论及康熙和李光地关系时，肯定者认为二人君臣相知，互相倚重。否定者则认为李光地

曲意逢迎，缺乏风骨。其实，这类论者都是一概而论。仅从康熙的观察看，李光地对于康熙政见，虽有所

妥协，也有所固守，绝非传统所谓无所主见，唯命是从。因而遭致他一而再的贬斥。⑤康熙四十年，康熙

降旨痛斥李光地用人不公。他说：

李光地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但所参属员，每多汉军。不知人才优劣，实不分汉军、汉人。

若以汉军尽劣，则见有一钱不取如沈朝聘者！近见汉人维护汉人，汉军维庇汉军，皆非公道，深为

不取。⑥

康熙四十四年，就是他决定提拔李光地为大学士的时候，再次就用人不公问题痛责李光地。他说：

李光地居官亦好，但听信杨名时虚饰道学之言，往往误事，且惑于朝琦，诸事听从。（中略）大

约尔等用人皆多偏倚。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汉人内有优者，则旗员内亦有优者；汉大臣惟知徇庇汉

官，岂旗员内无一优者乎？朕于旗下、汉人视同一体，善则用之，不善则惩之。尔等每有私心，故多

徇庇。⑦

从上面提到的李光地荐举人士（张伯行等）的操行学术看，他们都符合那个时代公认的道德学术标

准，看来，康熙所谓李光地“每有私心”的“私”，显然是指不合他作为君主掌控一切、恩自上出的集权心

态。李光地不顾康熙不满，坚持推荐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大臣，不正体现他的风骨吗？不过，李光地这

样做自然让康熙又喜又惧，喜的是他可以通过李光地为自己的政权延揽到更多的可用之才，畏惧的是当

然李光地个人势力和影响可能乘机坐大。因此，他一方面经常斥责然李光地 “每有私心、故多徇庇”，另

一方面又将他推之位极人臣的要职，笼络打压之策并行。

李光地并未因此放弃强化自己阵营的努力。古文家戴名世参加康熙四十八年的会试与殿试，最后

高中榜眼，这与李光地作为会试正考官与殿试读卷官提携显然不无关系。⑧很显然，李光地不顾康熙多

次警告，仍然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不久《南山集》文字狱案发，戴名世被处斩。⑨此后不久，康熙作出

朱子升配的决定。那么，这三件事有无内在关联呢？传统论者多以此事为据，认为康熙是要借此消弭反

清意识，强化文狱，钳制思想。这种观点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大而化之之论。前面说过，康熙后期，对于汉

人臣属怀疑忧惧之心日增，朱三太子案就牵连不少地方官员，他们包庇前明太子，即使太子本人为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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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⑤

⑥

⑦

⑧

⑨

陈惠美：《徐乾学及其藏书刻书》，台北：花木兰文化，２００７年。有关高士奇、徐乾学及其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争暗斗的最新成
果，详参'野邦雄：《李光地と徐乾学：康熙朝前期における党争》，东京：白桃书房，２００４年。

有关情节，详参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第 １８５—１８７页。
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 １６页。
　 详参杨国桢等编：《李光地研究》，第 ３８—４９页。
《康熙实录》卷二六，康熙四十年十月壬戌条。

《康熙实录》卷二一九，康熙四十四年正月三月壬子条。

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 ４０页；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
２６７９页。

有关《南山集》案最主要的研究，详参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



罪责之大，也非戴名世使用永历年号可比。至于有反清内容书籍的流布康熙也未尝不知，甚至和李光地

讨论过它们可能的政治威胁。①因此，康熙如果想要借题发挥，来强化对民间反清意识的压制，不是没有

更好的切入点。但康熙却选中了戴名世的《南山集》，其目的何在呢？就是要打击李光地。这一点，只

要分析一下康熙五十一年前后清廷中枢机构权力格局就不难探知。

首先，李光地是四十四年入阁，至康熙五十一年已经七年。康熙五十年的大学士中，除了李光地外，

还有陈廷敬、张玉书、温达、萧永藻四人。②张玉书病逝于同年五月，陈廷敬逝于五十一年四月。温达于

四十六年入阁为大学士，五十四年病逝，此时当属年迈之人，而萧永藻于四十九年十一月，才入阁为大学

士，资历尚浅。论资历、经验、时间，李光地在当时枢机重臣中无人可比。康熙虽然于五十一年四月提拔

李光地对手熊赐履所赏识的王脄入阁，但是，王脄资历甚浅，也不足以代替李光地。③更值得注意的是，

萧、温二人属旗员，陈廷敬、张玉书都年迈，不久病逝，光地就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汉人大学士，在汉臣中的

号召力不言而喻。因此，说李光地在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中枢机构中地位达到一人之下、权倾天下之

程度，也不为过。另一方面，他在当日的皇储之争中的立场也为皇帝所不满。康熙四十八年春，康熙再

次召见群臣，讨论此事，结果令他不满。会后，他召见李光地，质问他为何游移不定。据李光地年谱载：

上传命责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与众同声耶？”公奏曰：“去秋上问云云，臣对云

云。夫建储，大事也。义当决自圣衷。（中略）今日之事，惟宜天心独断，臣何敢遽赞一辞！”语奏，

乃罢议。④

李光地权重一时，且不能令康熙如意。如前所述，李光地又好奖掖提拔汉人新进，早令康熙不满。

如果容许李光地势力扩大，对于已经为皇储之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康熙，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能不未雨绸

缪。因此，当赵申乔以谋逆之名，揭发戴名世《南山集》谋逆内容时，立即给康熙提供了打击李光地及其

支持者的最好借口。首先，戴名世参加李光地主持的会试中，按当时常规，戴名世就是李的门生，而李则

是戴的座师。其次，戴名世文中有谋反问题而未为李光地察觉，则说明他有同情之嫌疑。整戴就是治

李，门生被斩，座主的声望受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康熙自亲政后一直以仁政自诩，很少诛戮大臣，此次以细微末节，惩治戴名世，株连数百人，不

能不说是康熙朝政治史的一大逆转。这对李光地及其势力固然为一沉重打击，但是，此时的中枢，除李

光地外，论资历、声望、康熙的了解程度，康熙本人已经没有他人可以依靠。因此，他只好旧戏重演，在《南

山集》狱大惩李光地后，施以安抚。而李光地致力于朱学阐扬，对于这样一位政治上受伤而又唯朱子是崇

的学者及其支持者，在孔庙祭祀中把朱子牌位从群贤提高到十哲之次，恐怕是惠而不费、恰到好处的安慰

计。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奇妙的图画。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上奏，议定戴名世和其他《南山集》案内有

关犯人之罪，二月，康熙下诏升配朱子于孔庙祭祀的十哲之次。两个事件虽然一文一武，一血腥一庄重，所

关注的焦点其实是一个人及其支持者，那就是李光地。康熙要用文武两手让李光地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以《南山集》案彰其过，以朱子升配案慰其心，刚柔兼济，不愧统治天下五十余载雄主之作为。

四

打击李光地也许是康熙决定朱子升配案的主观政治动机之一。但是，它是全国宣示，对李光地本

人，固然是一种安慰，但是，对于那些不明就里的众多士大夫，是否在客观上强化朱学的独尊地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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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康熙曾和李光地等大臣讨论过明代出版的《续通鉴纲目》，指责该书鼓励反叛。详参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第

６５１页。但据现存材料，康熙似乎没有惩处有关刊刻收藏之人。
有关温达、张玉书、萧永藻生平及入阁，详参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五卷，第 ２７７ 页，第 ２４３ 页，第 ２９０ 页。有关

陈廷敬的生平和去世日期，见李光地：《尚书说岩陈公墓志铭》，此文没有收入《榕村集》内，见于《雍正山西通志》卷二（《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

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第 ５５页。
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 ３９—４０页。



且，崇扬朱学不仅是李光地的目标，也为康熙本人经常公开表示支持。就是在升配案的有关谕旨中，康

熙也清楚地表明他崇尊朱子的立场，这种表面上对朱学的虔敬和背后极度功利化的政治考量，在康熙那

里是如何协调？本节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这里首先就朱子升配与所谓文化思想控制的关系作一点简要的讨论。文化和思想的控制不是仅通

过简单地提倡某种理念和学说就能做到的，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来保证提倡者事先预期的接受者能够服

从和接受它们。例如，元明以来强化理学的独尊地位之所以成功，与理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关

系密不可分，没有这样一个硬性的制度保证，理学此后是否能产生深远影响亦未可知。①但是，即使是这

样的制度保证，也没有阻止理学在明中叶后的衰落和阳明心学的崛起。而且，这种衰退直到康熙时代仍

然没有停止。目击这个变化的著名古文家方苞在《再与刘拙修书》就感慨道：

夫学之废久矣。……浙之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之间，则颜君习斋坏之。……二君以高名

耋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②

而根据王?森先生对清初讲经会在北京活动的精细勾勒，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以批判理学、强调经

世致用的讲经活动在康熙中期的北京非常活跃，甚至得到满汉高层官员的支持和赞助。③而朱子升配只

是宣示皇帝和朝廷口头上推崇什么思想，没有明确地说明如何惩处和奖赏那些朱学的信奉者和反叛者。

以这种方式发出来的整合思想的努力，显然是徒有其表，没有任何可行性和震慑作用。结果，如下所论，

即使在朱子升配的决定颁行全国后，以攻击理学而著称的颜李学派依然为北京王公高官青睐有加

（详后）。

更糟糕的是，康熙本人对朱学心口不一的态度及其在臣民面前的毫不掩饰，进一步削弱了朱子升配

对文化思想界可能拥有的整合意义。时下不少论者，在谈及康熙和理学的关系时，总是因为康熙诸多对

程朱称颂又加的文字，就认定康熙尊信理学。这些文字固然可以证实康熙在公开场合和口头上对朱熹

的肯定，但是，就此推论康熙尊信之，而对其对理学的心口不一之处很少注意。其实，研究这种心口不一

之处更能反映清朝和理学的真实的关系，揭示理学与清朝专制政权内在的和天然的矛盾。程朱理学与

现代极权主义（如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巨大的不同。它不是清朝执政集团自我建构自我垄断

其诠释权的话语体系，而是在清朝统治确立前就已经成熟定型的思想体系。不管其中有多少内容满足

专制皇权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是，由于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语境不同，许多内容与清廷和康熙本人的政

治目标不相吻合乃至冲突。有鉴于此，康熙即使口头上声称朱熹之学如何完美无缺，事实上在多大程度

真正认同，仍是一个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这里。笔者以两个事例来考察康

熙和朱学关系的实相。

如前所述，李光地极度不满康熙中叶以来大量编修刊行有关诗文的典籍，对于理学“道理”忽略不

见。李光地牢骚所体现的，可以说是最正统的理学观念。从程朱以来，不论他们个人留下多少诗文之

作，他们对于文章之学的关系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见地，那就是文以载道，文章只是一种工具，相形之下，

对于程朱学术义理的体悟和实践才是学者最重要的工作，沉溺于辞章不仅无助于内在心性道德完善，反

而是通向这条道路上的羁绊。因此，朱子和二程并不支持士大夫在辞章之学上花费太多精力。④而康熙

自中叶后，却重用徐乾学、高士奇等对程朱理论毫无兴趣之人，大量编纂各类辞章之书。康熙这样做，有

自己的用心，那就是要显示清朝文治之盛大，强调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江南士大夫群体。很显

然，在理学的心性伦理和现实功利目的之间，康熙更偏向于后者。

这同样体现在康熙对朱子华夷观念的看法。如前所引，康熙虽然在朱子升配案的有关诏书中认为

２２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①

②

③

④

有关这一问题最近研究，参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ｌｍａ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１７５页。
详参王?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思想、学术和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 １７４—１９３页。
详参钱穆：《朱子之文学》，见氏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



朱子“发明圣道，轨于至正”，但是，其内心深处，未必真如此认为。朱子的华夷观念，就让他忧心忡忡。

在这方面，李光地的《榕村续语录》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重要细节。该书卷七有言：

大冶（余国柱）、北门《郝惟纳？）欲倾孝感（熊赐覆），遂先打朱子，孝感并不痛。说朱子做《纲

目》，贬夷狄，尊中国，骂金人。皇上最不平是《续纲目》夺元朝之统。①

这里提到的“说朱子做《纲目》，贬夷狄，尊中国，骂金人”，都是在现存其他清代公私文献找不到的

细节。这些细节正好透露了康熙中期理学在朝廷的真实地位。余国柱等人公开在朝堂之上攻击朱熹，

特别是其华夷观念，显然有康熙的默许甚至纵容、指点。其中提到的《续纲目》，是朱子《通鉴纲目》的效

仿，康熙对之不满，其实是间接表达对朱熹的有关学说的不接受。这样的朱熹学说，绝不是康熙认同和

接受的。

由此可见，康熙对朱子学，绝不是如其朱子升配案有关谕旨中所体现的那样虔敬，相反，他在实际的

政务中有巨大的保留和拒绝，甚至不惜默许、纵容朝臣公开攻击。这种功利主义的朱学姿态，还有意识

地展示在他晚年所编的两部官修理学大著《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二书中。有关前者的学术宗旨，陈

荣捷先生在 １９８０年代已经有详细精湛的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该书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而编著的。②至
于《朱子全书》，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讨论，但是，如果看其宗旨和篇目安排，不难发现它和

理学正统的背离。《朱子全书·凡例》言：“《语类》及《性理大全》诸书，篇目往往以太极、阴阳、理气、鬼

神为弁首，颇失下学上达之意。”③因此，这部分内容完全被放在四书五经之后。太极理气阴阳学说是宋

明理学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也是宋明儒学不同于汉唐儒学和一般道德解释的关键所在。宋儒注经的特

点也在于以性理心命理论来解释儒家经典。宋学中心虽然以伦理道德实践为旨归，但其核心则在于阐

释心性理气的义理体系。朱子本人甚至强调，没有对性理心命的哲学体悟和理解，就没有真正坚实和正

确的伦理实践。④因此，明代理学以宋儒义理之学为中心编注理学典籍，才是对理学真正的承袭和弘扬

。⑤《朱子全书》开篇就在《凡例》中贬斥朱子心性之学意义和价值，把理学理气理论置于经书注解之后，

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和康熙的政治功利需要不相吻合。李光地《进校完朱子全书札子》：

《性理》《语录》诸书所分门目，原以理气、太极、阴阳为首，臣面奉天语：“朱子平生功夫在《四

书》《六经》，须以《四书》《六经》为首。”臣仰见睿识高卓，远出宋元明诸儒万万，片言之下，遂令朱

子之书规模一新矣。谨遵以序列编端，继以分门云。⑥

这段文字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如果置诸当时康熙与理学及其信奉者之明争暗斗背景下考察，则彼

此刀光剑影之迹，三百年后，犹依稀可辨、惊心动魄矣。光地内云“原以理气、太极、阴阳为首”云，可知

李光地仍欲以理学正统原则主导全书编纂。“臣面奉天语”云云，足见康熙虽委托李光地、熊赐履编纂

《朱子全书》，大局主旨仍乾纲独断，不容臣下操纵，且胸有成竹，一见光地建议不切于心，立即驳回，代

之以己论。而光地虽不认同康熙之思路，但皇命难抗，无可奈何。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朱子全书》虽然

没有以理气性命之论开始，然光地本人之《文集》、《语录》编辑体例又回归理学旧轨道，以理学心性义理

之说冠于卷首。盖光地内心终不认同康熙的观点，故编著自己文集、语录时，重申己见；复将有关《朱子

全书》编纂奏疏收入文集，示后世全书编纂之真相，自己不得已之苦心。吾人于三百年后，体会光地于

委婉顺从之下，倔强不欲全然屈服之心，不禁不慨叹当时理学诸臣于政治和理念、皇权和道统之间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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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下），第 ６５０页。
陈荣捷：《〈性理精义〉与十七世纪程朱学派》，见氏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３８５—４２０页。
《朱子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凡例。

如朱熹强调“知事物当然之则，只是某事知得如此，……到知得其所以然，则又上面见得一截。”《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第 ５５６页。
如明初永乐年间官方编修的《性理大全》是以理学经典论述《太极图》、《通书》、《易学象数》、《正蒙》为开篇，足以反映其强调理

学义理的学术取向。

李光地：《榕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八，第 １２页。



挣扎的不易。

康熙之《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都成书于朱子升配案之后，二书一反传统理学正统所在，否定其

性命心理之要义，颁行全国，昭告天下，实际上是透露和朱子升配案截然相反和对立的思想和政策取向，

把康熙对于理学实用主义的态度一览无余地展示于世人眼前，无疑是给世人暗示，朱子升配案不过是有

名无实的文化噱头，无须认真对待。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一方面体现了对宋明玄妙抽象的义理讨论的

轻视，另一方面，又强调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民间思想界汹涌激荡的实学思潮完全吻合。①因此，如果

把这两部书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那么，这个以经世致用为主调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限制和

打压民间的理学批判思潮，倒不如说对之认同和鼓励，而且，它们进一步消弭了朱子升配决定引发的尊

朱效应。

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颜李学派在康熙五十年后在京师的继续流传。如前所述，颜李学派自康熙前

期，就已经声动京师，为朝野所瞩目。如果朱子升配案旨在钳制思想并有实际功效，其正常反映应当是

颜李缄默不言，朝臣不敢与之交接，更遑论提携荐举。但是，我们看当时李?和朝野的互动，情况却截然

相反。康熙五十三年，大学士王脄遣人通知李?，准备“荐其学行于天子”。②如前所论，王在朱子升配案

前已经进入中枢，当然知道这个事件的缘由。如果该事目标在于压制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术声音，王还敢

于遣人下书，把李?的学行推荐于朝廷吗？在此后的几年中，政府高官聘请李?修志讲学者络绎不

绝。③而李?一直坚持阐扬自己对理学的强烈抵制和批评。④可见在李?和多数人看来，当日的学术大环

境仍然相当的宽松，并不存在钱穆、葛兆光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民间学界在官方程朱理学主导的意识形态

下退却萎缩的格局。传统论者不去分析二书的基本内容及其与程朱理学和民间思想的异同，一见康熙

升配朱子和御纂官修之著，就视为压制思想钳制文化的工具，实在是匆忙之至。

结　 　 语

综上所述，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决定把朱熹在孔庙祭祀的位置，从群贤诸儒升格到十二哲的位置。

关于这一事件的时间和发生，清朝官书（如《清会典》和《康熙实录》）和康熙朝理学重臣李光地有不同的

记录。根据台湾方志中保存的该事件原始档案分析，清代官书的记载虽有个别出入，但大体上是可信

的，而李光地有关此事件的记述反倒不足取信。关于事件本身，钱穆、葛兆光诸先生都认为，清廷这一政

策及此前后的其他相关措施（如官修《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强化了对汉人士大夫思想的控制，剥夺

了他们的自主生存空间。但是，如果接受这种解释，就无法说明康熙中叶朝廷重臣对朱子华夷观念的批

判，京师以反理学的经世致用观念为主导的讲经会的活跃，朱子升配案之后视理学为天敌的颜李学派在

京畿地区乃至上层社会的继续发展。换言之，就无法说明在这一事件前后当时学术界非正统思想何以

能活跃和发展。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康熙五十一年前后康熙所面临的朝廷内外的政治斗争，满汉乃至以李光地

为首汉臣力量在中枢机构的力量消长等多重因素相互推动的产物。它是李光地势力在康熙四十年代中

叶迅速崛起后引发的康熙对其既畏忌又倚重的格局有关，很有可能是康熙以《南山集》案对之打击之后

的一种抚慰而已。当然，该事件表面上显示了清廷对程朱理学的特别青睐。但是，康熙有其心，未必有

其力，有其力而这种努力也未必就产生震慑朝野的功效，因为这一事件发生于康熙暮年体衰，复因皇储

之争等多重权力斗争焦头烂额之时，这种背景下的任何文化掌控尝试，都很难为朝野重臣所认真对待。

更重要的是，康熙对于理学虽然貌似恭敬，但是，由于理学并未完全符合他的政治需要，故对其理论采用

公开的和功利主义的态度任意取舍。这在朱子升配案后不久颁发的《性理精义》、《朱子全书》有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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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这进一步提醒人们，康熙的所谓尊朱不过是一出有名无实的礼仪宣示，他本人并不认为理学义理

是无可改变的权威。而且，康熙对程朱理学的重新解释和民间的经世致用思潮十分吻合。这不仅没有

如传统论者所说的以程朱一家之言摧毁思想界的多元争鸣格局，反而为之提供了来自官方的背书。

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前所述，康熙素来强调乾纲独断，强化政治集权，那么，他在思想文化

上的掌控如此漫不经心，甚至接受和鼓励与官方至少口头上崇尚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经世之学，如何理

解这个现象？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搞清 ２０ 世纪极权体制下全能国家（如纳粹德国和 １９３０
年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的思想控制和 １８ 世纪传统帝制社会中国家权力文化的控制之间的巨大差异。①

表面上，二者都有强权专横的取向，都对不同声音和思想存在先天的恐惧和反感，都想将思想文化的发

展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但是，二者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前者否定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观念的价值意

义，建构一套以自己利益和权力为轴心的理论体系（如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 １９３０ 年代国民党的党国
理论）把它视为历史终极真理的唯一体现，然后运用国家暴力、大众媒体，以及其他方式，消灭其他一切

与之相异的声音和观点，来保证其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想的全面渗透和控制。②

而在传统帝制社会里，即使像康熙这样的强势君主，都没有意图和兴趣，构建一套新的哲学和思想

系统，取代现存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规范。相反，他们总是依靠现有的理论和观念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

性。由于这些理论产生于不同环境，不能完全满足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后者虽然口头上对之尊崇有

加，但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用之控制和改造思想文化。相反，他们倒愿意在维护统治的大前提下，通过容

纳不同流派的争鸣和发展，来稳定自己对学术文化思想世界的控制。因此，他们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与

２０世纪极权主义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留给民间思想和不同声音的空间更为广阔和宽容。如果从这个
角度来看朱子升配案，及其前后康熙皇帝诸多彼此复杂对立的政治文化政策，其中间的逻辑和理路，就

变得清晰可辨。

然而，钱穆、葛兆光诸先生在解释康熙时代文化控制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对于 ２０ 世纪极权
主义的高度警觉和强烈憎恶，使得他们在研究康熙时代官方文化政策时，更容易看到二者的相似点，而

忽略了这二者的巨大差异，结果就把康熙看作一个 ２０ 世纪式全能主义统治者，又因为康熙的文字上和
口头上对理学的崇尚，就认为理学随着全能化的皇权的提倡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使得当日中国朝野

士大夫失去了自主思考的空间和环境。这种叙事，自有叙事者生命历程中艰难苦痛体验的基础，这种阙

失，从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悲欢离合的历史沧桑中，自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用 ２０ 世纪的问
题经验思考解释 １８世纪的历史，终归是历史研究应当避免的方式。

如何切除 ２０世纪极权主义阴影的限制，从 １８世纪的脉络，探讨当时政治权力和思想文化世界的关
系，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掘的学术天地。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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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另一文章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详参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１９７９；Ｊｏｈｎ Ａ．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１；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Ｚ．Ｋ．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


